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

———以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

黄　　薇

摘　要：投票机制是国际组织进行决策的重要机制，投票过程反映的是权力的

博弈。以ＩＭＦ在２００８年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和２０１０年改革后的权力分配方案为

基础数据，对其成员国在改革前后的决策权变化进行比较证实，改革的确有助于

ＩＭＦ成员国决策权差距的缩小。如果采取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将意味着美国绝对

否决权的丧失，因而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权力提升。此外，测算结果还显

示，投票权比重变化与决策权变动之间并没有严格对应关系。投票权比重的上升并

不一定意味着决策权的上升。投票权比重不同的国家，其决策权仍可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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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朝着多极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① 的领导结构迫切需要作出适应
性改革。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与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
不断上升，它们在多边金融机构中的资金需求和出资能力已经发生相应变化。ＩＭＦ
最后一次全面增资是在１９９８年，其资金规模和份额分配明显落后于现实需求。为了
让ＩＭＦ能够在全球金融稳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经由理事会绝对多数同意，

ＩＭＦ分别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提出了两个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在成员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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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２００８年改革方案顺利通过，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生效。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也在积极推动ＩＭＦ２０１０年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走向实现。但是，由于

成员国投票程序受阻，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直至２０１５年底才获得足够的赞成票，２０１６
年初才正式宣布获得通过。① 依据这一改革方案，ＩＭＦ资金规模将扩大一倍，份额

将实现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６个百分点。② ＩＭＦ官方资料显示，

２０１０年ＩＭＦ改革方案生效后，中国在ＩＭＦ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从原来的第

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③

那么，份额的提高是否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ＩＭＦ的决策权也相应

提升了六个百分点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明确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之间以

及投票权与决策权之间的关系。

作为组织活动的重要方式和条件，表决制度是国际组织决策的核心内容，并直

接影响到国际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履行职能的效果。④ 合理分配成员国的决策权是提

升合作效率、保障国际组织可持续运行的核心内容。决策权即国际组织中各成员对

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而投票则是各成员行使决策权的主要活动。通常人们会把投票

权大小，即投票票数的多少，作为衡量权力的标准。以ＩＭＦ为例，如果份额的提高

意味着投票权的提高，那么，投票权的提高是否意味着决策权的提高？投票权与决

策权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

目前，以ＩＭＦ为例的相关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类偏向定性描述

和评论，侧重介绍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的基本情况，强调资金规模不足、份额分

配不公平、份额计算公式不合理等。这一类研究以定性分析与提供改革建议为主。⑤

第二类则关注投票行为和投票规则对权力的影响。在研究了ＩＭＦ的投票规则以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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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会构成后，姚大庆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美国在ＩＭＦ执董会拥有霸权地位这
一判断。① 但该研究仅限于对执董会的权力分配，并未涉及更加根本的ＩＭＦ份额及
投票权改革前后的权力分配变化。里奇等学者分析了欧洲成员国在ＩＭＦ份额与投票
权改革前后的权力变化，认为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对欧洲成员的影响相对有
限。② 但该研究未能进一步揭示ＩＭＦ改革对非欧洲成员国决策权的影响。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厘清投票权与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参与能力的迫切问题。作为
一个存在超过６０年的国际金融机构，ＩＭＦ是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范本，深入分析
其决策制度和权力分布，无疑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在新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建设中的
参与。

基于此，本文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权力指数对ＩＭＦ中的权力分
配进行量化研究。

一、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的制度安排与改革

ＩＭＦ在建设初期就将投票机制 （ｖｏ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作为其获得决策合法性和
体现决策效率的根本机制。③ 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以下简称 “ＩＭＦ协
定”），关于份额、汇兑、业务与交易、组织与管理、特别提款权相关条款、成员国
的退出、紧急措施、协定的修改和解释等原则性或重大核心业务及管理方面的决定
均需要通过投票的方式予以确定。

（一）制度安排

ＩＭＦ的投票机制由份额、投票权以及投票规则三大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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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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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ｏｔａｓ）。这三大机制形成了以稳定化基金为核心的 “怀特建设方案”。全球金融稳定
通过对稳定化基金的操作予以保障，而稳定化基金的资金来源由份额予以保障，基金
组织的重要业务与重大决定通过投票制度予以保障。参见Ｊ．Ｋ．Ｈｏｒｓ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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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ＩＭＦ，１９６９，ｐ．３．



１．份额的定义与计算
份额是ＩＭＦ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成员国根据协议缴纳。份额的多寡与成员国在

ＩＭＦ的权利与义务有紧密联系。①

ＩＭＦ各成员国的份额计算，主要考虑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财政

实力以及潜在的借款规模，具体体现为成员国经济规模 （市场价的国内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ＰＰＰ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经常性收支情况、净资本流量和官方储备。

２００８年改革之后的份额计算公式如下：②

　　ＣＱＳ＝ （０．５＊Ｙ＋０．３＊Ｏ＋０．１５＊Ｖ＋０．０５＊Ｒ）＊０．９５ （１）

其中，ＣＱＳ指可计算份额；Ｙ为近３年混合ＧＤＰ的年平均值，Ｙ＝０．４＊ＰＰＰ
ＧＤＰ＋０．６＊Ｍａｒｋｅｔ　ＧＤＰ （其中，ＰＰＰ　ＧＤＰ指购买力国内生产总值，Ｍａｒｋｅｔ　ＧＤＰ
指市场汇率国内生产总值）；Ｏ为开放度指标，用近５年中经常性收入与支出之和的

年平均值来测算；Ｖ指经常性收入与净资本流的变化率在近１３年中围绕３年期中值

的标准差；Ｒ反映储备情况，为涵盖外汇、黄金储备等在内的官方储备在一年中的
月均值。

２．投票权的构成原则

在国际多边合作中，投票机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国 （或成员）一票

制，强调平等原则。这类机制常见于联合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决

策中。其中，全体一致的投票结果就其理论而言可以实现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
托最优。另一类则是加权投票制，强调效率原则。根据投票者贡献大小，赋予其不

同的投票数量。这类机制主要用于联合国下属机构。在一国一票制度下各国具有相

同的权力分布。而在加权投票制下，由于拥有投票票数的多寡会对选择结果造成不

同影响，因此投票票数的多少通常被视为权力大小的代理变量。

ＩＭ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大多采用加权投票制，

即根据一定标准给予成员国不同的投票表决票数，以此来确定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大

小。该制度的产生可追溯至１８１５年建立的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 （ＩＣＰＲ）。③

该委员会规定，表决权的大小由成员国境内的河流长度确定。尽管名义上ＩＭＦ采取
的是平等 （基本投票权，即一国一票制）与效率 （加权投票权，即一元一票制）相

结合的投票权分配制度，但实际其投票权多寡主要由加权投票权决定。总体上看，

·４８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邹加怡：《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几点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第３１—３６页。

ＩＭＦ，“Ｑｕｏｔａ　Ｆｏｒｍｕｌａ－Ｄａｔａ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Ａｕｇ．，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ｐｐ／ｅｎｇ／２０１４／０７０２１４．ｐｄｆ，Ｎｏｖ．
４，２０１６．
赵冠峰：《国际组织分类方式新探》，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第５２—６０页。



权力与义务相匹配的加权投票制是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投

票模式。

３．投票权的测算方法
根据２０１１年版的ＩＭＦ协定，ＩＭＦ将投票权分为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两部

分。基本投票权与份额无关，而加权投票权则与份额挂钩。根据ＩＭＦ协定第十二条
第５款：“（ａ）每个成员的总票数等于基本票数和以份额为基础的票数之和。ｉ）每
个成员国的基本票是，所有成员国总投票权加总之和的５．５０２％在所有成员国之间
平均分配所得票数。基本票数应为整数。ｉｉ）以份额为基础的票数是，按份额每１０
万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分配１票。”① 同时，若一国份额在表决前发生过买卖变化，

则该国份额每购入 （卖出）４０万特别提款权对应增加 （减少）１票。②
基本投票权的设置是为了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照顾小国及贫穷国家的

利益。每个成员国拥有相同数量的基本投票权。由于持续不断的增资，ＩＭＦ的
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但基本投票权却被极大地稀释。ＩＭＦ的基本投票权占总投
票权比重已从１９４５年的１１％，下降至２００６年的２％。③ 直到２００８年的改革方
案中提出将基本投票权扩大３倍后，该比重才提升至现在的５．５０２％，但仍大
幅落后于初期水平。与基本投票权关注的平等原则不同，加权投票权则体现了
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效率原则。为鼓励大国承担更大的出资义务，ＩＭＦ有关加
权投票权的规定实际确认，特别提款权所代表的份额多少是确定成员国投票权
大小的重要依据。

４．主要决策规则

ＩＭＦ的决策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共识，另一
类即是投票表决。协商一致在ＩＭＦ协定中被列为成员国的一般义务，通常被用于外
汇制度磋商。但除非有明确规定，ＩＭＦ的所有决议均以投票方式进行。实践中，投
票表决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基于投票权的多数获胜制，一种是结合参与投
票成员数量与投票权的双重多数获胜制。例如，ＩＭＦ协定的修改就采用了双重多数
获胜制，即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参与且获得８５％的总投票权支持，方可获得修订的合
法性。根据ＩＭＦ协定的不同安排，多数票获胜规则存在三种情况：５０％以上获胜、

７０％以上获胜和８５％以上获胜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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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２０１１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
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ｓ／ｆｔ／ａａ／ｉｎｄｅｘ．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Ｅ．Ｍ．Ｔｒｕｍ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ＩＭ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　Ｅ．Ｍ．Ｔｒｕｍａｎ，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ｐ．７４．



表１　ＩＭＦ内部决议的决策规则①

获胜规则 决策领域 说明

＞５０％
除另有规定外，ＩＭＦ的决议须有过半数票

通过②

理事会、执董会会议的合法性采用双重多数制③
保障

＞７０％
以技术性条款修订为主，涉及支付、有关

费用、回购、ＳＤＲ管理、利润分配等

＞８５％

以管理性条款修订为主，涉及份额调整，

汇兑安排，ＩＭＦ组织与管理，ＳＤＲ原则性

修订，ＳＤＲ的分配、撤销与中止，紧急措

施以及协定本身的修改与解释

协定的修改，经各成员国采用双重多数获胜制表

决通过后，方可赋予修订合法性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ＩＭＦ协定修订需要获得８５％以上多数票方能通过的规定，

实际维护了美国在ＩＭＦ的绝对否决权。早在１９６９年之前，美国在ＩＭＦ的投票权就
已经达到总投票权的２０％以上。但由于不断增资及份额调整，美国的投票权遭到稀
释，其绝对否决权受到威胁，而８５％多数获胜规则的使用则使得美国只需要拥有

１５％以上的投票权，即可继续享有绝对否决权。④

不过，尽管拥有绝对否决权，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美国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行使
过否决权。⑤ 美国更多的是使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对ＩＭＦ施加影响。作为
一个承担了全球货币金融治理职能的国际组织，ＩＭＦ也因此而广受诟病。ＩＭＦ不仅
被贴上了美国实施 “华盛顿共识”三大机构之一的标签，而且严重损害了其他成员
国对于ＩＭＦ从事货币金融治理的信心。

５．份额对投票权的决定作用
根据ＩＭＦ协定第十二条第５款对投票权的定义，各国投票权数量的计算可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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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２０１１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
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ｓ／ｆｔ／ａａ／ｉｎｄｅｘ．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ＩＭＦ协定第十二条第５款 （ｃ）规定。

ＩＭＦ协定第十二条第２—４款规定，理事会、执董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应为过半数理事／
执行董事，同时理事会的参会者所代表的国 （地区）需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总投票权，
执董会的参会者所代表国 （地区）需持有半数以上的总投票权。

Ｍ．Ｇ．ｄｅ　Ｖｒｉ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ＩＭＦ，１９８５，ｐ．５２１．
Ｅ．Ｍ．Ｔｒｕｍａｎ，“ＩＭ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ＩＩ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１４－９，Ｍａｒ．３，２０１４．



下公式表示：①

　　Ｖｉ＝ＶＢｉ＋ＶＷｉ＝ＩＮＴ ［５．５０２％＊∑ｎｊ＝１Ｖｊ／ｎ］＋ＩＮＴ
Ｑｉ
１０［ ］５ （２）

其中，Ｖｉ为ｉ国的投票权票数，ＶＢｉ为ｉ国的基本投票权票数，ＶＷｉ为ｉ国的加
权投票权票数，Ｑｉ指ｉ国的份额，ＩＮＴ为取整函数。目前ＩＭＦ有１８８个正式成员
国，即ｎ＝１８８。代入上式后可得：

　　Ｖｉ＝ＩＮＴ　２９＊∑１８８ｊ＝１Ｖｊ＋Ｑ（ ）ｉ ＊１０［ ］－５ （３）

尽管ＩＭＦ协定规定，成员国可以动用其ＳＤＲ，并且每４０万ＳＤＲ的变动对应投
票权一票的变化，但是，ＩＭＦ协定还同时规定不论净购入或净售出ＳＤＲ，其总量在
任何时候均不得超过该国份额。除非遭遇特殊危机，很少有国家会动用ＳＤＲ。即便
遇到流动性困难需要动用ＳＤＲ，大部分国家也会尽快恢复其原有份额水平。因此，

可以认为公式 （３）是ＩＭＦ各成员国投票权的基本分配情况。

由于各国的基本投票权之和只占总投票权的５．５０２％，影响力非常有限。由公
式 （３）可知，ｉ国的投票权与份额之间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如图１所示，成员国

图１　２００８年改革方案生效前ＩＭＦ成员国份额与投票权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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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２０１１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
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ｓ／ｆｔ／ａａ／ｉｎｄｅｘ．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资料数据为作者测算，其中，２００８年份额与投票权数据来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ｓｅｃ／ｐｒ／２０１１／ｐｄｆｓ／ｑｕｏｔａ＿ｔｂｌ．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拥有的ＩＭＦ份额已经成为决定其投票权多寡的唯一变量。① 当然，对于贫穷的小国

而言，对基本投票权的重视的确能放大其决策权。以ＩＭＦ中投票权占总投票权比重

最低的帕劳为例。帕劳拥有的投票权占ＩＭＦ总投票权的比重为０．０１２８７％，而基本

投票权的贡献高达４２．７％。

（二）份额与投票权改革

由于份额决定了投票权比重的大小，因此通常情况下ＩＭＦ成员国会努力在增资

过程中争取扩大其份额。回顾ＩＭＦ的历史，成员国对于份额分配的争议从未平息

过。１９４６年，澳大利亚要求将该国份额规模从布雷顿森林会议设定的份额计算公式

所确定的１．３４亿美元，恢复至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确定的２亿美元；紧随其后，埃

及代表赛德 （Ｓａａｄ）提出，埃及和伊朗也应该以同样理由将份额分别从４５００万美元

和２５００万美元，恢复到原来的６０００万美元和３５００万美元。最终，作为妥协的结

果，两个提议均被通过。②

作为ＩＭＦ的创始成员国，中国的份额规模曾一度居于第３位。新中国成立初

期，由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中国在ＩＭＦ的份额一度降至第１６
位。直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ＩＭＦ于１９８０年４月正式取消台湾当局的代表

资格，此后，中国才得以顺利参与到ＩＭＦ的增资活动中，并成为ＩＭＦ份额与投票

权改革的推动者。③

表２　ＩＭＦ历次份额检查情况④

份额检查 完成时间 总份额规模增长率 （％） 份额规模 （亿美元）

第１次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ＯＱ１

第２次五年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ＯＱ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２　 １９５９年２月和４月 ６０．７　 １．６０７ＯＱ
第３次五年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６０７ＯＱ
第４次五年检查 １９６５年３月 ３０．７　 ２．１ＯＱ
第５次总检查 １９７０年２月 ３５．４　 ２．８ＯＱ
第６次总检查 １９７６年３月 ３３．６　 ３．８ＯＱ
第７次总检查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５０．９　 ５．７Ｏ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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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２００８年ＩＭＦ的份额改革方案在２０１１年３月方生效，成员国可依据此方案进行增
资。但是实际增资情况以各国各自进度为准，目前仍在不断更新进行中。因此本节采
用相对稳定的２００８年改革方案之前的数据分析份额与投票权之间的关系。

Ｊ．Ｋ．Ｈｏｒｓ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１９４５－１９６５：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ｐ．１５０．
Ｊ．Ｍ．Ｂｏｕｇｈｔｏｎ，Ｓｉｌ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ＩＭＦ，２００１，ｐ．９６４．
ＩＭＦ，“ＩＭＦ　Ｑｕｏｔａｓ，”ＩＭＦ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Ｓｅｐｔ．２６，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ｅｘｒ／ｆａｃｔｓ／ｑｕｏｔａｓ．ｈｔｍ，Ｏｃｔ．３０，２０１６．



续表２

第８次总检查 １９８３年３月 ４７．５　 ８．４ＯＱ

第９次总检查 １９９０年６月 ５０．０　 １２．７ＯＱ

第１０次总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２．７ＯＱ

第１１次总检查 １９９８年１月 ４５．０　 １８．４ＯＱ

第１２次总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８．４ＯＱ

第１３次总检查 无增资建议 — １８．４ＯＱ

第１４次总检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１００．０　 ３６．８ＯＱ

　　　注１：Ｏ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Ｑｕｏｔａ）为ＩＭＦ原始份额总规模。

　注２：该次检查活动迫于当时的形势需求，并不属于５年一次的例行份额总检查。

表２列出了ＩＭＦ历次份额检查及变动情况。从１９５８年开始，ＩＭＦ与份额相关
的增资活动已经持续了５０年，份额总规模累积放大了３６．８倍，相当于每年以７％
的速度增长。尽管该速度已经远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但与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
总规模的增长速度相比却逊色得多。如图２所示，尽管ＩＭＦ在２０世纪末的份额规
模约为全球经常账户规模的５％以上，但进入２１世纪则持续下滑，至２０１０年已下
降至低于２％的水平。与此同时，ＩＭＦ份额规模占国际资本流动总规模的比重，则
从２０世纪末的２０％以上，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６％以下。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变弱，ＩＭＦ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困扰更加严重。

图２　ＩＭＦ份额的相对规模变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①

基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改革呼声的不断高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

ＩＭＦ内部产生了多份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增资、份额计算公式以及份额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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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ＭＦ，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ｓ—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Ｍａｒ．１２，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ｐｐ／ｅｎｇ／２０１０／０３１２１０．ｐｄｆ，Ｊｕｌｙ，１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１年３月，ＩＭＦ协定的修订案正式生效，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１）

份额增加，５４个成员国的份额增加约３２７亿美元ＳＤＲ；（２）份额调整，代表权向着
有活力的经济体转移；（３）将基本投票权提高至原来的３倍，保护最贫穷国家的投
票权益；（４）设立新的份额计算公式，新公式包含ＧＤＰ （５０％）、开放程度 （３０％）、

金融波动 （１５％）和国际储备 （５％）四个方面，其中ＧＤＰ为６０％的市场汇率折算

ＧＤＰ和４０％的购买力平价ＰＰＰ折算ＧＤＰ相加得到的加权之和。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０年ＩＭＦ出台了进一步的一揽子改革方案。① 其主要内容为：
（１）将ＩＭＦ的总份额规模增加一倍，涉及份额与投票权的转移，并相应降低对于新
借款安排的借款保障要求；（２）修订协定以实现更有代表性的、全面选举的执董会
制度。② 其中，份额改革生效仅需要总投票权７０％以上的多数票通过。而对于协定
的修订除了得到超过总投票权８５％的多数票，同时还需满足五分之三以上的成员国
认可方具有合法性。③ 该方案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获得通过。④

二、权力测算方法的理论框架

投票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决策活动。关于投票权所代表的决策权的测算，学术界
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

（一）权力测算的文献回顾

二战结束后，随着多主体合作事件以及对于合作博弈研究⑤的大量涌现，学界
开始关注投票权与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夏普里和舒比克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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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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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ＩＭＦ，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０．
目前ＩＭＦ执董会拥有２４个席位。其中，份额最多的５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
国和英国各拥有一个执董席位。改革后，根据投票权比重，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
伯也足以各拥有一个执董席位。剩下１６个席位将通过协商或投票产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２０１１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
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ｓ／ｆｔ／ａａ／ｉｎｄｅｘ．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ＩＭＦ，“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ｓ　ｔｏ　２０１０Ｑｕｏｔ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ａｒ．９，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ｐ／ｓｅｃ／ｍｉｓｃ／ｃｏｎｓｅｎｔｓ．ｈｔｍ，Ｎｏｖ．４，２０１６．
黄少安、张苏：《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８２—

８３页。



纪５０年代的研究。① 他们根据组织中个人在二元选择下的权力分布测算，提出了

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指数。随后，为了更好地将该指数用于政治博弈分析，夏普里和欧
文又分别对该指数进行了优化。②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投票权测算方法包括：

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指数、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 （即Ｐｅｎｒｏｓｅ指数③）和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④

这些指数的基本思想类似，重点考察在特定投票获胜规则下，由于某参与者加入而
导致投票结果由败变胜的联盟数量占所有联盟数量的比重，即摇摆者或者关键票的
获胜概率。这一概率综合反映的是在各种可能的实际投票方案下，参与者所拥有的
组建决定性获胜联盟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的概率。例如，巴尔和帕萨雷里在结合参
与者偏好与投票数量的基础上，计算了欧盟成员国的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指数，研究欧
盟扩大后对投票权分配的影响。⑤ 尽管指数计算方法略有差异，但测算的思路基本
一致，选择何种指数不影响对问题的分析和结论。

在基本研究思路确定后，学术界涌现出针对上文提及的权力指数的细节刻画，

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指数、⑥ Ｄｅｅｇａｎ－Ｐａｃｋｅｌ指数、⑦ Ｈｏｌｌｅｒ－Ｐａｃｋｅｌ指数⑧和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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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１９６５，ｐｐ．３１７－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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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５７，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９－３６６．
在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的基础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指数对小型获胜联盟中的关键参与者赋予了相对大型获
胜联盟中关键参与者更高的重要性。（Ｒ．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ｏｍ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Ｌａｖ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ｖｏｌ．１０，１９７８，ｐｐ．９０７－９１４）

Ｄｅｅｇａｎ－Ｐａｃｋｅｌ指数通过参数调整刻画出最小获胜联盟的情况，主要适用于单调变化的获胜
联盟。（Ｊ．Ｄｅｅｇａｎ　ａｎｄ　Ｅ．Ｗ．Ｐａｃｋｅｌ，“Ａ　Ｎｅｗ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ｎ－Ｐｅｒｓ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７，ｎｏ．２，１９７８，ｐｐ．１１３－１２３）

Ｈｏｌｌｅｒ－Ｐａｃｋｅｌ指数计算思路类似Ｄｅｅｇａｎ－Ｐａｃｋｅｌ指数。（Ｍ．Ｊ．Ｈｏ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Ｅ．Ｗ．Ｐａｃｋｅｌ，
“Ｐｏｗｅｒ，Ｌｕ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１９８３，ｐｐ．２１－２９）

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与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计算方法类似。（Ｊ．Ｓ．Ｃｏｌｅｍ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Ｒ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Ｐ－３９０２，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８）



等等。此外，由于计算每个参与者获胜联盟的复杂程度，将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加

而呈现指数增长。因此，在测算较多参与者的决策权时，通常难以采用直接计算的

方法，而是需要借助计算科学与复杂理论加以处理，如蒙特卡尔洛模拟方法、① 母

函数方法②和多线扩展近似③等。有学者在对投票权的指数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后发

现，决策权不仅取决于投票权的分配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投票程序设计是否有助于

形成集体行动。④ 投票理论的研究还包括策略投票行为、议程设置和投票规则等在

投票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⑤ 还有学者讨论了如何根据不同的参与者数量情况，

设计压抑负面投票权重的投票规则以保障最终的投票效率。⑥

（二）本文权力测算方法的选择

尽管夏普里和舒比克的方法目前仍是相关权力测算的主流方法，但也有学者存在

不同看法。班茨哈夫 （Ｂａｎｚｈａｆ）提出，投票者参与固然重要，但参与目的本身就是

为了行使权力，因此如果将对权力的测算建立在其参与与否之上，将导致逻辑悖论。

还有学者认为，分析集体决策时，概率研究思路会比博弈论更合适。因为基于博弈的

研究需要先设定一个较强的基本假设，即在相互作为对手的群体中，假设参与者的投

票行为具有固定的报偿结构。然而，改用概率方法进行研究则可以回避这个问题。⑦

在指出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指数中存在的问题之后，１９６５年班茨哈夫提出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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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Ｌｉｏｎｅｌ　Ｐｅｎｒｏｓｅ概念的概率型权力指数，即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１９６８年科洛
曼在其经典文献中也对夏普里和舒比克的方法进行了批评，他主张采用动态思想来

理解权力，并提出了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选择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和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作为研究ＩＭＦ各成

员国决策权的测算方法。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所测算的是在通过一项投票活动时，包

含关键投票人的投票联盟出现的概率。在加权投票制度中，αｉ被定义为由于投票人ｉ
的加入使得投票结果发生决定性转变的联盟个数 （也称关键投票人次数）。即当投票

者ｉ投赞成票时，决策结果为通过；而当投票者ｉ投否定票时，决策结果为不通过。

２ｎ－１是指ｎ－１个投票者分别选择 “是”或 “否”的所有可能的投票结果组合：

　　φｉ＝
αｉ
２ｎ－１　　　ｉ＝１

，…，ｎ （４）

对上述相对决策权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其中Ｎ为投票者
集合：

　　Ｂｉ＝ φｉ
∑ｊ∈Ｎφｊ

　　　ｉ＝１，…，ｎ （５）

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涵盖三种投票权的测算指数：集体行动的权力指数、阻止行动的
权力指数和倡议行动的权力指数。其中，Ｃｏｌｅｍａｎ集体行动的权力指数用于衡量整

体达成行动的能力，包括了对决策规则、成员投票权构成及权重等在内的一般性考
察。鉴于集体行动能力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将仅采用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行动的权

力指数和倡议行动的权力指数。

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行动指数Ｐｉ被定义为：

　　Ｐｉ＝αｉω　　　ｉ＝１
，…，ｎ （６）

其中，分子αｉ是指由于投票人ｉ的反对使得原来的获胜联盟转为失败的次数 （即

出现摇摆状态的数量），分母ω是指能够产生结果的投票方案的总数。

由于投票者可能并不一定拥有足够大的倡议能力，因此即便其拥有完全的阻止

权力 （即当ｉ国的阻止权力指数 Ｐｉ＝１时），该投票者也无法成为一个独裁者。

Ｃｏｌｅｍａｎ倡议行动指数关注的即是测算投票人提出的提案 （发起投票）被接受的概

率。倡议行动指数Ｉｉ被定义为：①

　　Ｉｉ＝ αｉ
２ｎ－ω　　　

ｉ＝１，…，ｎ （７）

其中，分子αｉ是指由于投票人ｉ作为摇摆情况下关键投票人的次数，分母２ｎ－ω
是指无法成功产生结果的投票方案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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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和Ｃｏｌｅｍａｎ的两类指数均以概率理论作

为基本思想，因此其权力指数均位于 ［０，１］之间。该指数越接近于１，其代表的

权力越大；反之亦然。

三、ＩＭＦ决策权分布与改革前后变化

本部分的研究将采用前面介绍的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和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测算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成员国的决策权大小及其变化。本部分所涉及的基础数据

包含两套投票权分配方案：一套是２００８年改革方案落实之前的投票权分配方案 （也

称为前新加坡方案），另一套则是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实施之后的投票权分配方案。①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部分国家的投票权比重过小，本文对投票权比重数据进行了

四舍五入处理，如某国投票权比重不足总投票权的０．５％，则本研究将其投票权视

为０。处理之后，２００８年改革方案生效前参与测算投票权及其决策权的样本国家数

目为１３１个，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生效后的国家数目为１５２个。为了方便分析和展示，

后文的描述仅就主要国家展开，投票权较小国家的情况进行合并处理。

（一）采用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测算的决策权变化

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描绘了单个投票者在整体投票者中的权力分布。在规范化处

理后，其结果如下。

１．ＩＭＦ成员国间决策权差距缩小

在８５％多数票获胜规则下，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将整体拉低大国的决策权。投票权

比重超过３％的国家，其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均出现了下降，如表３所示。在７０％多

数票获胜规则下，中国在所有ＩＭＦ成员国中，决策权的提升幅度最大，从原来的

３．２８％提升为６．１６％，提升了２．９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在该获胜规则下，中国还

是唯一在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中投票权比重超过３％且没有出现权力折损的国家。相

反，在投票权比重超过３％，但因２０１０年改革而导致决策权折损最大的国家是法国

和英国，其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均下降了０．９个百分点。这种变化证实了ＩＭＦ份额与

投票权改革的确有助于该机构决策体系向着民主化方向发展。

２．新兴经济体决策权变化差异大

２０１０年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生效后，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增强，但同时也有

部分国家的决策权有所缩小。如表３所示，在８５％多数票获胜规则下，韩国、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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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巴西和墨西哥的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在改革后分别上升１％、０．７％、０．５％和

０．５％，而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则分别下降０．６％和０．４％。在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

下，中国、韩国、巴西、墨西哥的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在改革后分别上升２．９％、１％、

０．９％和０．７％，而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则分别下降１．３％和０．３％，沙特阿拉伯的

权力折损幅度甚至超过了七国集团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

相较于８５％多数票规则，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对维护中国的决策权更加有利。

对中国而言，支持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可以保障中国的决策权与投票权同步实现大

幅提升。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

３．投票权与决策权无明确线性关系

投票权与决策权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投票权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决策权的增

强。例如，中国的投票权比重从原来的２．９３％上升为６．０７％，但是中国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从之前的２．９８％下降为２０１０年改革后的２．８７％，下降了０．１个百分

点。与中国类似，尽管在２０１０年改革后日本的投票权比重有些许提升，但是在

８５％多数票获胜规则下，其决策权也出现了相对削弱，如表３所示。这种现象产生

的原因在于２０１０年改革后成员国间的投票权比重趋向平等，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投

票权比重有所提升。这一变化使得大国作为关键参与者形成获胜联盟的概率有所

下降。

此外，投票权并不能决定各成员国决策权的大小。当两国投票权比重存在差异

时，如果其构成获胜联盟的难度相同，则两国有可能拥有相同的决策权。例如，在

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执行后，中国的投票权将上升至６．０７％，略低于日本的６．１４％。

但是，中日两国在８５％或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下作为形成获胜联盟关键参与者的概

率是相同的。换言之，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与日本在ＩＭＦ具有相同的

决策权。这意味着只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一国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换得相同的收益。

这一发现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外交方面将大有裨益。

表３　在７０％和８５％多数票规则下主要国家的投票权与决策权变化

投票权 （％） 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 （８５％多数） 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 （７０％多数）

成员国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相对变化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相对变化

美国 １７．０２　 １６．４７　 ３．１７　 ２．８７ －０．３　 ７．９０　 ７．５１ －０．４
日本 ６．１１　 ６．１４　 ３．１７　 ２．８７ －０．３　 ６．２８　 ６．１６ －０．１
德国 ５．９７　 ５．３１　 ３．１７　 ２．８７ －０．３　 ６．２１　 ５．５８ －０．６
法国 ４．９３　 ４．０２　 ３．１６　 ２．８５ －０．３　 ５．３０　 ４．４０ －０．９
英国 ４．９３　 ４．０２　 ３．１６　 ２．８５ －０．３　 ５．３０　 ４．４０ －０．９
加拿大 ２．９３　 ２．２１　 ２．９８　 ２．５６ －０．４　 ３．２８　 ２．５０ －０．８
意大利 ３．２４　 ３．０２　 ３．０５　 ２．７８ －０．３　 ３．６０　 ３．３７ －０．２
中国 ２．９３　 ６．０７　 ２．９８　 ２．８７ －０．１　 ３．２８　 ６．１６　 ２．９
俄罗斯 ２．７３　 ２．５９　 ２．９３　 ２．７０ －０．２　 ３．０６　 ２．９４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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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投票权 （％） 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 （８５％多数） 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 （７０％多数）

成员国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相对变化

２００８年

方案生效前

２０１０年

方案生效后
相对变化

印度 １．９２　 ２．２７　 ２．５０　 ２．６０　 ０．１　 ２．１７　 ２．６１　 ０．４

巴西 １．４０　 ２．２２　 ２．０３　 ２．５６　 ０．５　 １．６０　 ２．５０　 ０．９

南非 ０．７８　 ０．７７　 １．２６　 １．２６　 ０．０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０
沙特

阿拉伯
３．２１　 ２．０１　 ３．０５　 ２．４６ －０．６　 ３．６０　 ２．２７ －１．３

墨西哥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７９　 ２．３３　 ０．５　 １．３８　 ２．０５　 ０．７
韩国 ０．７６　 １．７３　 １．２６　 ２．２６　 １．０　 ０．９２　 １．９４　 １．０
澳大利亚 １．４９　 １．３３　 ２．１４　 １．８９ －０．２　 １．７２　 １．４９ －０．２
土耳其 ０．４５　 ０．９５　 ０．８０　 １．５３　 ０．７　 ０．５７　 １．１５　 ０．６
印度

尼西亚
０．９６　 ０．９５　 １．５４　 １．５３　 ０．０　 １．１５　 １．１５　 ０．０

阿根廷 ０．９８　 ０．６６　 １．５４　 １．１２ －０．４　 １．１５　 ０．８０ －０．３
其他国家 ３６．０６　 ３５．４８　 ５４．３６　 ５５．２７　 ０．９　 ４０．６２　 ４０．１３ －０．５
小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为方便比较，本表以Ｇ２０国家作为代表，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均位于ＩＭＦ投票权比重的前１９位。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二）采用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测算的否决与倡议权力变化

对于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的讨论将主要针对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下的国家权力分布与
变化，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在８５％多数票获胜规则下，美国在改革前后仍拥有
绝对否决权，因此衡量阻止行动意义不大。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倡议行动的权力
大小是阻止行动权力的另一面。当美国拥有绝对否决权时，其他国家倡议行动的权
力大幅减弱，分析的意义也不显著。规范处理后，结果显示如下。

１．改革前后美国的否决权变化非常有限
在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下，美国的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行动指数得分高于０．９９９９，与

其拥有绝对否决权 （即该指数为１）时相差无几。这表明，在经历２０１０年份额与投
票权改革后，该国的否决权变化非常有限，依然维持在０．９９９９水平之上，如图３所
示。换言之，美国可以相对轻松地通过投票联盟，继续维持其绝对否决权。

２．改革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否决权上升
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以外，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否决权有所上升，如中国、

韩国、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如图３所示。其中，中国的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行动权力指
数上升幅度最大，从２０１０年改革前的０．４１上升为改革执行后的０．８２。这意味着在

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执行后，中国的否决权将与日本等同，成为ＩＭＦ成员国中拥有第
二大否决权的国家。

改革后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行动权力指数超过０．５的６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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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英国和法国。这意味着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落实后，在ＩＭＦ内部具有较强
阻止行动权力的国家数目将从之前的５个扩大为６个。ＩＭＦ的阻止行动的权力分配
更加均衡，这也从否决权的角度证实，ＩＭＦ的改革对于推动其内部治理的民主化有
积极作用。

３．改革后ＩＭＦ倡议行动的权力更加分散
如图４所示，改革前后相比，发达国家的倡议行动权力指数普遍下降，而绝大

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倡议能力则有所增强。全球倡议行动的权力向着更加平衡的趋势
发展，代表着ＩＭＦ内部民主化程度的提升。由于发达经济体偏好的倡议通常会受到
其所处发展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倡议行动权力的民主化进程有助于引导

ＩＭＦ改革向着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图３　２００８年改革前与２０１０年改革后Ｇ２０成员国Ｃｏｌｅｍａｎ阻止权力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图４　２００８年改革前与２０１０年改革后Ｇ２０成员国Ｃｏｌｅｍａｎ倡议权力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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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西方国家在投票权及决策权的测算方面拥有相对悠久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和方法

论支持。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于国际组织中权力计算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有限。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相关知识的匮乏将成为重要掣肘。

中国在承担越来越多全球治理责任的同时，迫切需要厘清国际组织中不同成员之间
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具有形式合法化特征的投票权和决策权的计算与分配。

以ＩＭＦ为例，通过绝对Ｂａｎｚｈａｆ指数和Ｃｏｌｅｍａｎ指数的测算，本文发现，尽管

ＩＭＦ在加权投票制度中设置了基本投票权以保障平等原则，但在经历了历次增资所
导致的基本投票权大幅稀释之后，份额已经成为投票权的决定因素。然而，由于一
国作为关键参与者所形成的获胜联盟的情况存在差异，投票权比重的变化与决策权
变动之间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线性关系。当一国投票权比重上升时，有可能导致其
决策权下降；而当两国的投票权比重不同时，两国仍可能拥有相同的决策权。这种
情况的存在，一方面给各成员国提供了以最小代价实现最高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
也对各国参与国际决策机制改革或建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着力推动ＩＭＦ采用７０％
多数票获胜规则将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决策权。在７０％多数票获胜规则下，中国的决
策权将与投票权比重保持同步上升，其综合决策权力、阻止行动的权力以及倡议行
动的权力均有显著上升。

总体上看，ＩＭＦ改革所带来的权力分布呈现出明确的趋势，即成员国决策权间
的差距在缩小、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决策权得到稀释。而这一趋势完全符合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全球治理所作的判断和预期，“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
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推
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使全球治
理体制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①

〔责任编辑：张　萍　责任编审：舒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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